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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春霞

2001年9月，13岁孤女天娇成了
我的采访对象。

她从小被父母遗弃，靠理发、
捡破烂为生的养父将她艰难抚养
至 13 岁，不幸的是，她在世上唯一
的亲人——养父陈大名突发脑出血，
在医院撒手人寰。

陈大名是个鳏夫，离开漯河老家
来平已多年。当时他的尸体放在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的停尸房里，
小姑娘举目无亲，欲哭无泪。为了让
养父入土为安，她向市殡葬管理部门
求助。

市殡葬管理所一位工作人员非
常同情天娇的遭遇，又与我相识，当
即打电话告知我这件事。

得知此事后，我立即赶到医院，
见到了孤苦无助的天娇。当时，她的
神情有些麻木，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
变故吓到了。为了了解父女俩的生
活状况，我随着天娇来到了他们在市
区的家。

说是家，其实是一个家属院里的
一间车子棚，里面堆满了陈大名生前
捡拾来的破烂儿，无处下脚。这就是
父女俩平时栖身的地方，看着让人鼻
子发酸。我向家属院的其他居民了
解情况，都说这父女俩生活拮据，很
是可怜。

随后，我陪小姑娘来到市殡葬管
理所，跟与我熟识的那位工作人员一
起替小姑娘向殡仪馆求情，希望殡仪
馆能破例免费火化她的养父。殡仪
馆答应了。

可是，一个 13岁的小姑娘如何
独自完成葬父这样一件大事呢？

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同时给予
小姑娘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我主动
要求陪她一起葬父。

那天，从跟随运尸车到医院停尸
房拉尸体，再到尸体火葬后去沙河里
撒骨灰，从始至终，只有我和当时的
晚报摄影记者彭辉一直陪着天娇。

彭辉坐在驾驶室里方便拍照，我
则陪着天娇坐在运尸车的车厢里，面
前就是盖着床单的尸体，伸手可及。

回想当时，我好像并无恐惧感，
尽管第一次距离陌生人的尸体这么
近。

小姑娘的泪仿佛早已哭干，眼中
一片茫然。我一路扶着她，希望传递
给她一些温暖和力量。

陪小姑娘葬父之后，我用饱含同
情的笔触写出了消息《孤女葬父 鹰
城关爱》及通讯《一场特殊的葬礼》。
报道刊发后，反响强烈，众人纷纷为
小姑娘捐款，市社会福利院接纳她为
院民，一所民办学校将她接去，供她
免费读书。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
姑娘早已长大成人，上完卫校又去南
方打工，3年前嫁到了广东省韶关市。

每每想到曾经孤苦无依的小姑
娘终于有了理想的人生归宿，心里就
一阵欣慰。

做记者 16年，像天娇这样的困
难弱势群体我报道过许多，所幸，一
颗悲悯的心始终未被现实磨钝。至
今面对那些遭遇困境的可怜人，我依
然感同身受，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尽
己所能地帮助他们。

陪孤女葬父
记者 吕占伟

两年前一次为农民工讨薪的
报道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了农
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生存和维权的
不易，同时也品尝了新闻记者这
一工作的辛苦和甘甜。在第 15
个中国记者节前夕，特将这件事
背后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第一次讨薪：收获不大

报道缘起于两年前的夏初，
我市包工头老丁向晚报反映：
2012年 3月，他带领本乡15位农
民工来到郏县某私立幼儿园承包
内外墙粉刷工程，两个月完工后，

“二包工头”（简称“二包”）拖欠
6.3 万余元工钱“人间蒸发”了。
老丁多次向该校讨要无果，就想
到向晚报求助。

本着“有啥只管诉说，晚报帮
你奔波”的办报宗旨，怀揣着新闻
记者的职业使命感，我踏上了为
15 位农民工讨薪的历程。没想
到，这一踏就是9个月，从酷暑到
寒冬，从麦收到年关。直到去年1
月底，15位农民工才领到被拖欠
的6.3万余元工钱。时至今日，三
赴郏县讨薪的经历仍深深留在我
脑海中，难以释怀。

第一次讨薪是在当年5月下
旬的一天中午，老丁开着一辆面
包车载着六七名农民工去郏县讨
薪，我首次随同前往，性急的老丁
将车开得飞快。我们来到郏县茨
芭镇某幼儿园时，未能见到校方
人士。门卫告诉我们，等秋季开
学才能见到校领导。“‘二包’派来
给我们做饭的老赵也不敢露头
了，连锅碗瓢盆还没收拾呢！”愤
怒的农民工指着一个窝棚让我
看。来这里之前，我已经跟“二
包”卢某通过电话，他在电话中向
我诉说了不能露面的苦衷。

回到市区，已是傍晚，根据卢
某提供的联系方式，我拨通了当

事幼儿园负责人靳某的手机，他
在电话中坚称已将所有工程款
跟卢某结清。我再向卢某求证，
卢某否认了靳某的说法。我还
了解到，双方不愿碰面。

之后两次：峰回路转

半个月后一个天气炎热的
上午，我第二次为15名农民工讨
薪。这次，我和老丁随同他带来
的六七名农民工先后找到郏县茨
芭镇党委和郏县教育局，最终被
推荐来到郏县县委群工部。近午
时分，接访的县委副书记接见了
我们，他嘱咐群工部处理此事，群
工部最终按照属地办理原则责成
茨芭镇政府处理，并承诺尽快解
决欠薪问题。

但又苦等半个月后，承诺并未
兑现，理由是证据不足，难以支持，
建议老丁等人走法律途径。我为
此专门咨询了精通民事诉讼的律

师，他认为打官司比较漫长，最好
还是走行政干预和协调的程序。

去年1月，寒风清冷，我第三
次踏上为 15 名农民工讨薪之
路。这次出发前，我有点犹豫
了，因为当天上午大雾弥漫，出
行不安全；再者，这次前往万一
还没进展怎么办？可是一想到
15 位农民工脸上焦灼可怜的神
情，再想起此前付出的精力，我
又毅然上路，与老丁一起来到郏
县人民政府，向该县主管教育的
副县长李国英反映此事。李国
英立即责成县教体局、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和茨芭镇政府联手调
查此事。在多方努力下，“二包”
卢某终于露面。去年1月26日，
15位农民工终于领到了被拖欠的
6.3万余元工钱。

感受：苦累也甘甜

跨度9个月为农民工讨薪，让

我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工生存的艰
辛和维权的不易，以及新闻记者
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因为
他们维权无门路，才会向媒体求
助，作为媒体记者，应从道义上支
持弱势群体，但同时也得学会客
观、全面地采访报道，特别是舆论
监督报道，要慎之又慎。

这场讨薪经历我写出了《农
民工：讨回血汗钱咋这么难！》《多
方努力，叶县籍农民工讨回6万
余元欠薪》，这两篇报道深受读者
好评。回顾全过程，有苦也有
甜，苦的是过程，甜的是结果。

外界都羡慕我们的稿件和
名字能频频见诸报端，可是只有
我们自己知道，这背后的辛劳和
汗水以及无数个被采访和写稿
占据的休息日。

在加入平顶山日报社这 4
年多时间里，我已将新闻采访融
入了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

为15位农民工兄弟讨薪

记者 王民峰

今年2月 19日，一条线索分
配给我：市民顿先生向本报反
映，2012年11月，他在一家大型超
市花 396 元买到了 4 盒知福牌

“问题”茶叶，因他举报，该超市
被工商部门罚款3000元。知福
牌茶叶负责人曾表示愿意赔偿
顿先生3000元，但后又改口说做
不了主。至今，超市及茶叶方未
对其进行赔偿。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里面肯
定有故事。超市都被工商部门
罚款了，消费者为啥没得到赔
偿？是超市的原因还是消费者
的原因？记者的职责不是猜测，
而是求证，求证，再求证！

预约后，我与顿先生见了
面，对方带了一盒“问题”茶叶，
外包装上有知福牌的产品标识、
产品名称、生产许可证号、厂址

等信息，但打开包装，里面的小
袋茶叶上却没有任何知福牌的
产品标识，小袋上的QS号码与外
包装上的竟然也不一致。

抛开其他不说，仅此一点，
就有新闻价值。但新闻讲究客
观，还要听听工商及超市方面的
说法。

市工商局新华分局消保股
一位宋姓负责人明确表示，顿先
生在该超市购买的知福牌茶叶
产品包装标识不合规范，工商部
门对超市罚款3000元，但无论如
何协商，消费者和超市也没达成
赔偿共识，他们也很无奈。

超市一位丁姓负责人则表示，
顿先生当时向超市索赔10万元，后
来变成5万元，最后又变成3万元，

“这简直是敲诈，没法谈”。
如此看来，关于赔偿问题，

双方各执一词。由于双方均无
法提供协商时的录音等证据，我

便将采访时的谈话进行了录
音。目的就是为保存扎实的证
据，避免报道刊发后，任一方提
出异议后产生纠纷。

此事见报后，顿先生曾向我
透露，只要超市赔偿他五六千
元，他就知足了。二次协商时，
知福牌茶叶负责人告诉我说，如
不再追踪报道，他们愿意协商赔
偿事宜；如继续追踪报道，就不
赔偿了，并断章取义地说报道有

“问题”。但我很明确地告知他：
新闻报道是我的职责所为，如果
觉得我的报道有问题，可以通过
法律途径寻求解决。但对方却
不吭声了。

双方再次协商的过程依旧
曲折。但后来的结果却出乎所
料，经工商部门协调，该超市在
对顿先生“退一赔十”的基础上，
另赔偿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
失费等相关费用，合计 1 万元。

本报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
有人看完报道会觉得，买了

4盒“问题”茶叶，只花了396元，
竟然获赔 1 万元，真是赚大发
了。但我觉得，正如本报配发的
由雨来撰写的评论所说：我们应
该抛开396元与 1万元落差的噱
头，从法律方面剖析该事件，以
期给其他消费纠纷提供借鉴。

在采访中，这一事件涉及的
某方面甚至怀疑我与消费者是

“亲戚”，但我与顿先生素不相
识，此事解决后，顿先生曾打电
话对晚报表示感谢，但之后再无
联系。这已不是第一次被怀疑
与采访对象有“亲戚”，但我一直
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新闻报
道只要客观，任凭闲言杂语。

新闻不仅呈现真相，更为让
阳光照在脸上。我一直走在努
力的路上，没有颓废悲观，也没
有退场迷茫。

“问题”茶叶报道的是与非

记者的责任：铁肩道义 妙手文章

农民工喜领拖欠工资。本报记者 禹舸 摄


